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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雄市曾經是日本帝國前進東南亞的橋頭堡，1950年代後則因高雄港之故，與全球連結，成為全球航運體系的網絡節點。在過去半世紀中，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工業發展一直是高雄市的主要產業發展策略，使得高雄市吸納南台灣（甚至包括澎湖）的島內遷徙人口，成為南台灣最重要的工業地帶，與以農業發展為主的舊高雄縣東半部形成強烈對比。

縣市合併升格將特徵迥異的區域硬生生地納為同一行政區域，凸顯新「高雄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增加地方政府治理的難度。本研究係以合併後的高雄市做為研究範疇，研究者以政府統計要覽、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與其他政府部門資料做為研究分析之依據，並藉地理資訊系統軟體與空間統計分析方法，分析與呈現高雄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再者，研究者以都市社會學理論為基礎，分析與討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都市治理策略對高雄市空間發展之制約與對社會空間階層化之影響。
不可否認地，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問題同時受到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制約。包含都市計畫的規劃與實施的都市治理不僅未能解決既有的發展問題，卻惡化區域空間的不均衡發展，致使人口結構的空間不均等分佈與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問題更加嚴峻。最後，由於台灣的發展有強烈的發展型國家的特徵，公部門對於空間的發展極具影響力，研究者因此針對高雄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提出可能的策略。
初稿，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壹、前言

針對世界/全球城市的討論與分析至少已在西方學術界持續二十餘年，而國內學者在近十餘年間亦以台北為核心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如王振寰 2002；Tai 2006；Wang 2003, 2007；Wang 2004）。學者普遍同意世界城市是國內與國際人口遷徙者的集中地，並且相信世界城市的人力資本特徵決定其可扮演的全球控制功能。為追求或維持其世界城市地位，都市治理者無不制定發展策略推動都市發展，改善其空間環境，強化城市競爭力。但不免地，都市治理的策略（包括，都市計畫）往往不僅改善都市的空間意象，提升都市的競爭力，也帶動都市空間的不均衡發展。都市治理過程中，公部門有限的預算與私部門所願意投入的財務資本無法雨露均霑，造成某些區段的快速發展，及某些區塊的發展停滯，因此，造成同一城市或同一都會中，各個區段間參差不齊的發展趨勢。都市中的人口分佈，也因人口特徵的差異而不均衡地分佈在都市空間中，形成世界/全球城市內部的「社會空間階層化（the socio-spatial stratification）」。

如McCann（2004）與簡博秀（2008）所指出，在過去二十年中，全球城市的研究多聚焦在某些特定鉅型城市，但許多城市則是被全球社會所遺忘。例如，Sassen（1994）多關注紐約、倫敦與東京，而國內學者多以台北或台北都會區為研究焦點。相對地，做為台灣的第二大城市且具有重要的經濟發展地位的高雄市，鮮少受到本土學者的青睞。高雄以高雄港與全球連結，同時其間的產業發展亦與全球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就本土主要都市而言，不僅台北備受全球競爭壓力，在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以工業與農業發展做為其核心競爭力的大高雄地區亦面臨巨大的挑戰。在過去長期各自獨立的行政架構下發展，各自有其綜合發展計畫，而因地理相鄰，又即將整併為同一直轄市，這似乎又將為未來的大高雄地區的空間發展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研究以大高雄都會地區（包含高雄縣與高雄市）做為研究空間，在討論其空間結構的過程中，首先出現的概念恐怕是「城鄉差距」一詞。然而，必須質疑的是，這樣的字眼是否足以描繪大高雄地區的社會空間現象；是否高雄縣與高雄市各有其同質的社會空間現象。面對這種質疑，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一、利用官方人口統計資料，以呈現大高雄地區的社會人口分佈狀態，並進而討論是否有社會空間階層化的現象；二、分析與討論國家經濟發展政策與地方治理如何影響社會空間階層化。本文分為四大部份，研究者首先介紹世界城市觀點與說明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如何定位國家機器在都市或區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對地區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影響，與說明目前台灣的都市計畫制度與地方政府的治理狀況。其次，說明資料與分析方法。再者，研究者說明在「國家」與「地方」的影響下，大高雄地區的發展狀況，並利用官方人口資料呈現高雄縣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且加以討論其與國家經濟發展政策與地方治理的關係。最後，研究者針對空間階層化現象提出特定地區可能面對的社會議題，及可能的因應對策。
貳、相關概念與文獻討論

一、從「世界」、「國家」，到「地方」

從論述世界城市發展的文獻中，約略可歸納出三個不同空間層級的論點：世界的、國家的，與地方的觀點。

（一）「世界的」觀點：世界城市觀點

John Friedmann是最早試圖描繪世界城市主要特徵的學者；他提出七個世界城市的假說，並主張透過對特定都市的功能與角色的了解，以分析新國際分工的全球空間結構（Friedmann 1986），並且認為由其全球經濟影響力可建構全球城市的階層（hierarchy）（Friedmann 1995）。另外，世界城市的觀點主張，由於單一全球體系的出現，國家的界線逐漸消失，且全球化促成世界都市體系穿透單一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制度；不僅國家的權力逐漸減弱，跨國間的資本流動塑造一些經濟結構相似的世界城市（Hill and Kim 2000）。Sassen（1991, 1994）主張，主要的世界城市存有強大的生產者服務業（the producers’ services），並因此具有全球的控制功能。因此，一方面，做為世界經濟的「指揮中心」的世界城市存有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法律與廣告…等服務業，以及企業營運總部（Fainstein 2001; Friedmann 1986; Sassen 1991, 1994）。另一方面，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世界城市在空間上存在一些特定的策略性區塊以運行全球控制功能（Sassen 1991, 1994）。

Friedmann（1986）與Sassen（1991、1994）認為，核心世界/全球城市除具有全球控制功能，這些城市同時存在空間與階級極化（spatial and class polarization）的現象。世界城市吸引具有高人力資本人才移入，並從事高薪資收入之工作，這些人口進而創造出對低技術與低薪資收入勞工的需求。因此，世界城市觀點主張，在世界城市的空間中，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間的收入差異逐漸加大，生活空間則是相互排斥，以至於反映在階級的空間隔離。

在針對台灣都市的研究中，學者指出台北或北部區域在發展過程中有人口集中特性（李永展、藍逸之、莊翰華 2005；Douglass 2000），同時也吸引國際移民（如外商企業員工與外籍勞工）（周志龍 1997）。但綜觀關於國內全球化城市的討論，多數學者清楚指出核心都市或都會對人口的磁吸效應，強調這些地區同時是國內人口與/或國際人口的遷徙地，卻少有文獻特別關注這些都市或都會空間的社會階層化。

（二）「國家的」觀點：發展型國家的概念

近半世紀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影響高雄地區的空間階層化。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強調面對全球化壓力時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控制上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在發展型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制約下，經濟發展列為絕對優先的議題，因此國家機器極力干預，企圖重塑經濟競爭力（Hill and Kim 2000）。然而，無庸置疑地，空間發展則是反映發展國家經濟的企圖心。依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進程而論，從1960年代的鄉村工業區與加工出口工業區的建立至近期的科學園區…等的規劃與設立清楚顯示出中央政府為發展國家經濟而極力干預空間的發展與型塑的印記。

Amsden (1985) 討論並呈現台灣政府的干預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向關係，經台灣推向全世界經濟舞台，展現台灣的經濟奇蹟。因此，高雄市的空間結構並非僅受到地方政府的都市發展策略（例如，市地重劃......）的影響。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經濟結構從原先以農業生產為主快速轉轉變成以工業生產為主（Amsden 1985; Ho 1978；Lu 1981）。自1950 年代早期起，台灣政府實施一系列經濟發展計畫。此時期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是「以農養工」，農業生產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工業的發展仰賴農業生產。在國際貿易方面，台灣對外的出口則以廉價的農產品或加工後的農產製品為主（Lin 1985），同時政府也開放工業產品的進口，並企圖透過工業製品的輸入以學習與發展新工業生產技術。

1960 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正處於出口導向時期，政府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由於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由農業生產所釋放出的過剩勞工得以在新興的勞力密集的工業生產中找到生存的機會（Tsai 1981）。事實上，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1973 年，正值世界石油危機之際，石油價格快速上揚，以輸出勞力密集工業產品為主（例如，紡織品或成衣和塑膠製品……等等）的台灣面臨經濟蕭條，國際貿易的進出口量明顯萎縮（見Lu 1981: 6-7）。另一方面，為了突破外國市場的保護主義，政府在1976 年改變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新的經濟發展政策宣示以發展高技術產品取代勞力密集的工業製品（見Lu 1981: 7）。
戰後台灣政府積極發展工業，但卻忽略農業發展，農業生產自戰後逐年降低其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這種不均衡的發展造成從事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勞動者間收入的差距（Ho 1978）。伴隨著農業與非農業生產所得的差距、新工業區的興起、人口成長的壓力、與農業生產勞力的過剩，人力資源的運用策略在農業地區面臨必須改變的壓力（李俊豪 2005）。在1950 和1960 年代，農村人口快速成長使得農村家庭對農地的需求增加，同時對於工作機會與生存/消費的需求也同步增加。因此造成部分農業家庭成員放棄農業生產轉而參與工業生產，及人口遷徙的現象（李俊豪 2005；Tsai 1981）。

戰後初期，鄉村地區僅有少數人口從事非農業生產，鄉村工業化對台灣農村人力資源的運用的影響甚鉅。新式工業原僅分布在大都市或其周圍（Tsai 1981；Ho 1979），由於為了取得廉價的勞工與土地，自1960年代中期起，工廠開始在鄉下地區出現。根據1971 年的工商綜合普查資料顯示，約有50%的工業之就業機會分布在少數幾個較大都市（見Ho 1979:83）。一九七九年的官方資料顯示，約有43%的工廠設立在島內12 個農業縣（Tsai 1981:21）。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勞力密集工業發展時期，中央政府的主導下，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境內建立了許多的工業區（例如，仁大、鳳山、林園、臨海等工業區）與加工出口區（楠梓與高雄等加工出口區），甚至還有重要的十大建設工程（中國造船廠與中國鋼鐵廠）。
工業區與其他新興工業生產的工作就業機會決定人力資本的空間配置。個人取向的人口遷徙理論清楚地主張遷徙人口的選擇性；換言之，並非所有人均適合遷徙，只有具有符合就業市場需求的人力資本人才適合遷徙。因此，新興工業區的設立僅可吸納具有符合第二級產業工作之人力，而在高雄縣內未遷徙者則是符合農業生產的人力資本。因此，工作就業機會的分佈與人力資本的空間配置有密不可分的關連性。整體而言，在中央政府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運作下，雖然台灣的經濟奇蹟舉世聞名，但空間的不均衡發展（伴隨工業區在特定空間的設立與農業發展的普遍性忽略）也決定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命運。

國家經濟發展策略通常伴隨空間規劃而行。因此，就如張景森（1988）所批判，在「發展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下，都市及區域計畫淪為經濟建設計畫的服務性角色；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開創空間以利工業資本累積。而孫義崇（1988）與李永展等人（2005）則是認為，台灣的空間規劃政策淪為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附庸，其主要功能多僅限於提供事後彌補的措施，無助於解決空間發展的問題，但卻是使得空間極化的現象更加惡化。換言之，在發展掛帥的現實中，本土學者不僅對空間發展制度能否解決既有的空間不均衡發展問題抱持悲觀態度，並且強烈質疑在「發展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下，中央政府透過不均衡的空間規劃策略以做為因應全球化壓力與提振國家競爭力的合法性工具。
（三）「地方的」觀點：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

McCann（2004）以美國肯塔基州內的Lexington做為研究空間，指出全球化與都市化的聯結（globalization-urbanization nexus）並不是對所有城市都具有相同意義。亦如王振寰（2002:88）所言，「…（雖）所有的世界城市結構都愈趨一致，…（但）忽略了不同世界城市其實有不同的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和轉變過程」。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各個城市的都市發展經驗有其獨特性；都市發展亦受到地方獨特的政治經濟背景與都市治理模式的影響。

Gottdiener and Hutchison（2006）指出，Lefebvre認為都市發展過程就如其他資本主義下的工業生產一樣；特別是，透過房地產的投資以累積資本的「第二資本循環（the second circuit of capital）」。參與第二資本循環的活動者不僅包括土地開發商、私人金融機構與銀行，尚且包括政府支持房地產發展的住宅策略。就「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s）」觀點而言，土地開發者，一方面積極開發新土地；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影響力積極催化民眾追求都市成長的慾望。無論如何，土地開發商的作為及企圖與地方政府追求成長的慾望不謀而合。在人口不斷的成長過程中，市民對於政府必須提供具有充分的公共設施的居住空間與生活環境的需求不斷地提高，且愈發強烈。
然而，就Logan and Molotch（1987）的觀點而言，在預算匱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土地開發商與公民社會的「推」、「拉」中，有意或無意地將都市成長視為其施政要務，並放任私部門的都市空間發展作為，例如，土地價格的炒作與開發。近年在國內為人所詬病的，政府不斷地釋出國有土地，並淪入大財團手中，任其炒作商辦或住宅價格；面對經濟不景氣，甚至土地開發商以獲利不佳為由，停止所有土地開發計畫，等待土地價格上揚後，再將土地出售，賺取價差。
明顯地，將土地視為商品，不斷地炒作其價格，進行其資本累積的事實。而政府部門出售國有土地的政策則無可避免地成為加速都市空間不均衡發展或社會空間極化的推手。

都市發展的社會空間取徑（the socio-spatial perspective）將房地產發展視為造成都市空間變遷的重要影響動力。同時，異於傳統都市生態觀點，都市發展的社會空間取徑認為，政府干預與政治人物的關注仍是都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政府官僚有相對的自主性，對都市空間發展有其專業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興趣往往與房地產發展有關（Gottdiener 1986）。而在台灣的都市空間開發過程中，相關人士形成有形或無形的策略聯盟，其中除包括土地開發商，尚包括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部門；因此如陳東升（1995）所言，地方政府在掌握土地行政權（或土地使用管制權）的情形下與地方派系及財團等土地開發集團形成都市開發的共生體。特別就私部門而言，都市發展策略聯盟的目的不在於追求都市成長或為政府提高稅收，而是在於其自身的獲利。在政府預算匱乏之際，以及土地開發集團的獲利考量下，公、私部門的資金（或資本）不均衡地投入特定都市空間，進而造成都市空間的不均衡發展。因此，在同一個都市中，某些地區經濟活動熱絡，公共設施充裕（特別是交通建設），土地與房地產價格高漲；反之，其他地區卻是經濟蕭條，公共設施不足，房地產價格相對較低。隨之，前者吸引高社經地位者遷入，而後者卻是住著無法遷離或新移入的社經弱勢族群。綜合言之，地方政府的空間發展策略，輔以私部門的獲利導向的土地開發活動，造成都市空間的不均衡發展，進而導致社會空間階層化。

綜合前述，在過去的台灣發展歷程中，政府總以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為目標；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地方政府，總企圖透過空間規劃以面對全球競爭壓力。近年來，儘管新自由主義崛起，政府部門鼓吹公私合夥以活化地方經濟，但其一、政府的操作方式仍無法脫離「發展型國家」的意識形態；其二、公部門與特定私有集團（地方派系、財團、土地開發集團……等等）的結盟不僅造成利益的壟斷，更加劇社會空間階層化的現象（李永展等人 2005）。
二、台灣的都市計畫制度與地方政府治理策略

Tai（2006）在比較新加坡、香港，與台北時曾指出，國家所制定與執行的經濟發展政策或多或少造成台北市內極化的惡化，但並未如其他國家嚴重。儘管如此，事實上，Tai的討論僅是描繪台北市的整體概況，並未觸及台北市內部的空間階層化或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同時，其論點明顯忽略地方政府的角色與都市治理能力。在台灣，無論是都市內部的社會極化、空間階層化，與社會空間階層化都是受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制約。就社會空間階層化而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與都市計畫政策與預算的挹注造成空間的不均衡發展，伴隨私部門的土地開發策略催化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形成。

在台灣，受制於都市計畫制度的空間發展是地方政府都市治理的一環。如Ng（1999）所描述，台灣的都市計畫制度相當複雜。首先，台灣都市計畫制度具有三行政層級的架構：中央政府層級（精省後，將省層級納入）、縣市政府，與鄉鎮層級。而都市計畫的權責則是散佈在各個層級的多個部門當中，而且各層級又各有所屬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各自處理主要計畫、細部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等等與都市空間發展相關的事務。此外，所有的都市計畫均受到不同空間層級的都市計畫的規範。依現行制度，台灣有四個層級的都市計畫，自高而低分別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與地方性的都市計畫等。所有的計畫有其各自的法源依據，同時上級計畫對於下級計畫有制約的法定能力。雖然各個計畫各有所屬單位，但其目的大致相同，包括促進人口與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合理分配、提升居民生活環境的品質，保護與有效開發自然資源，增進人民的社會福祉…等等。

由於都市計畫制度的疊床架屋，與上級計畫對下級計畫的制約甚深，充斥著上位指導下位的思維，地方層級的都市計畫（含都市計畫、城鄉發展計畫，與特定區域計畫）內容雖然包括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但多僅是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的計畫。雖然，Ng（1999）批評，台灣的地方政府（包括，市、鄉、鎮等層級）多缺乏實質的都市發展策略性計畫，未能真正帶動國家的經濟發展，但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事實上對於都市空間發展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特別是，透過合法的都市計畫程序（如，市地重劃…等等的手法）將農業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商業用地，或其他特殊用途，不僅影響土地價格，亦決定未來都市的空間景觀與人口結構的再分配。

三、國家經濟發展與地方治理下的大高雄地區

在全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中，高雄都會區與全球經濟產生「全球地方連結（global-local nexus）」；為因應發展工業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大高雄地區在1991年之前已完成3,486公頃（2,487公頃在高雄市與999公頃在高雄縣），佔同時期全台已開發工業區總面積的30%（經建會 1993）。林子榆指出，「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造成城鄉關係失衡與工廠的空間群聚，因此高雄都會地區成為南台灣人口集中地區（引自周志龍 1997）。然而，舊高雄縣境內東西兩側基本上有極大差異；東側以農業發展為主，而舊高雄縣西側與舊高雄市南北兩端的 發展策略相近。

（一）舊高雄市空間
高雄市為台灣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就其港口城市的地位而言，高雄市的發展受到國家經濟與工業發展政策的影響甚深。Chen（2001）指出，許多的因素均有利於高雄發展為亞太船運、轉運，或物流中心，其中包括，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天然港口優勢、氣候溫和、全球性聯結網絡、低運輸成本、外圍地區的發展、新式基礎設施與設備，與充裕的倉儲設施。後三者明確顯示政府經濟政策對於高雄市發展的影響。此外，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政府發展策略以強化高雄港的全球競爭能力。其中，除強化高雄港本身之基礎設施外，尚包括座落於高雄都市空間內與其周邊地區的加工出口區與工業區的轉型。因此，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強化高雄市的港口城市與工業城市的特徵。

伴隨國家經濟發展政策與其都市空間發展歷史，高雄市政府亦提出其都市空間的發展構想（見圖1）；北科技、中經貿，與南物流（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09）。因應此空間發展構想，高雄市政府首先企圖將北高雄發展為高科技人才生活圈，並將此區與台南縣的台南科學園區與高雄縣的路竹科學園區連結，形成南部科技走廊。在發展策略上，高雄市政府首先將發展公車與中程輕軌系統串連北高雄生活區，以解決北高雄生活區大眾運輸問題。其次，在生活設施上，透過世運主場館與高雄巨蛋等大型表演場館以形塑生活設施優勢，並且發展永續社區計畫，強化無線上網環境與光纖寬頻系統設施。再其次，加速楠梓加工區轉型為創新加值科技園區，並將北高雄區內與周邊八所大學整合成超大型高雄學區，以提供充沛的高科技人力，並建構南部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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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高雄市發展構想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9）


其次，中高雄地區被設計為多元商業新核心與多功能經貿園區。一方面，高雄市政府透過高雄火車站站區再開發以建構區域商業中心，並在捷運紅、橘線共站區發展周邊商圈執行再造計畫。另一方面，強化多功能經貿公共設施，例如興建世貿會展中心，流行音樂中心，及國際旅運大樓暨港務大樓，並且吸引企業投資開發（如，台塑南區營運及研發中心、中鋼企業總部、鴻海集團……等）。最後，則是依其傳統發展，將南高雄地區發展緊密與高雄港及區內工業園區發展結合，並將其設計為物流產業與自由貿易區。其未來計畫包括，（1）推動高雄港發展為自由貿易港區，並發展南星物流產業園區做為其發展腹地；（2）推動臨海工業區更新；及（3）轉型小港機場國際客運航線為貨運航線，並推動高雄航空貨物園區。

實際上，在現行都市計畫法規的規範下，高雄市政府運行其法定都市計畫的權力與執行其都市空間發展構想以追求都市的發展。如高雄市政府官方資料顯示，市政府運用市地重劃的手段逐步改變都市空間景觀，及建立都市公民的生活空間。在1990年代，北高雄的楠梓區、左營區，與鼓山區因市政府進行市地重劃而分別創造出106、139，與70公頃的公共用地，以173、157，與81公頃的建築用地。綜合言之，市地重劃帶動北高雄區內新興社區的建立，及活化北高雄地區的房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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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高雄市新興建國民住宅總戶數（1970年代至2000年代）

資料來源：http://housing.kcg.gov.tw/index.php?pagetab=e1（檢索日期：2010年4月20日）


隨著人口不斷地成長，高雄市政府興建平價國民住宅是解決移入人口的居住問題的一種手段。而興建的地點並非是一種隨機選擇，至少必須考量是否地方政府可以取得土地、是否能夠通過都市計畫的考驗……等等。在一切人為與非人為因素的制約下，形成如圖2的結果，左營區與前鎮區是國宅戶數最多的地區；二者分別佔全市區內的國宅總戶數的22.0%與26.8%（前者以軍眷住宅為主，後者以勞工住宅為主），並且前鎮區與小港區二區的國宅數量佔全市內國宅總戶數的三分之一以上。相對地，傳統核心商業區（如，新興區、前金區，與鹽埕區）未有任何國民住宅。

（二）舊高雄縣空間
高雄縣是台灣主要的農業基地，也是重要的工業基地。高雄縣的東半部為主要農業區。另外，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高雄縣的西半部佈滿工業區，由北而南有高雄科學園區（路竹鄉）、永安工業區、本洲工業區（岡山鎮）、環保科技園區（岡山鎮）、仁大工業區（仁武鄉與大社鄉）、鳳山工業區、大發工業區（大寮鄉），與林園工業區。
未來預計新闢三處工業區，包括本洲工業區擴充區（位於岡山鎮，開發面積106.4公頃），與二處位於大寮鄉的和春技術學院北側用地（開發面積81公頃）及大發工業區北側用地（開發面積56公頃）。
這些已成立工業區以仁武與大社工業區（合稱仁大工業區）最早設立，大約成立於1970年。其次是永安工業區，大約成立於1970年代期。而後是鳳山工業區與林園工業區，大約成立於1970年代中期。林園工業區與仁大工業區同為南台灣石化工業重鎮。大發工業區則大約成立於1970年代末期。工業區不斷地設立於高雄縣的西半部，因此將這個地區建構成南台灣的工業重鎮，並吸引大量的第二級產業人口。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內容與處理程序
本研究採用行政院主計處提供之2000年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個人資料檔）。該資料為個人層級之資料，但無任何足以辨識特定個人之身份屬性資訊。研究者首先利用統計分析工具分別將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的個人原始資料讀入電腦系統；研究者參照行政院主計處所提供之資料編碼表編撰程式語法，並藉由執行程式語法將原始的ASCII資料讀入電腦系統，並分別儲存成高雄市與高雄縣二檔案。其次，為方便進行後續資料分析，研究者將舊高雄市與舊高雄縣資料合併成一個大高雄地區檔案；該檔案則存有大高雄地區內所有2000年人口與住宅普查的個人原始資料。由於本研究以村里為基本分析單位，研究者因此將原始個人資料進一步整合（aggregate）成村里特徵資料以方便後續空間分析。本研究所分析之變數可分為三類：人力特徵、社經結構特徵，與產業結構特徵。
（一）人力特徵變數

研究者以依賴人口比（dependency ratio），與幼年、勞動適齡，與老年人口比例做為量測村里人力結構特徵的變數。高依賴比地區一方面勞動力低，另一方面，幼年人口與老年人口比例也可能較高。如表1所示，新高雄市村里間的依賴比差異性極大；從0.03到1.47。此外，雖然舊高雄縣的平均依賴人口比較舊高雄市的平均數高，但舊高雄市村里的依賴人口比差異較大；最小村里依賴人口比為0.03，而依賴人口比最高則達1.47。換言之，這些村里高依賴人口比村里的幼年與老年人口合併約佔全村里60%的人口數；依賴人口數是勞動人口（年齡介於15-64歲間）的1.5倍左右。
本研究所指之幼年人口，係為14歲以下之人口。雖然合併前或後的大高雄地區內各村里平均幼年人口比例約為0.20（20%），但有部分村里的幼年人口則高達30%左右，例如，在舊高雄縣境內便有村里的幼年人口約佔該村里總人口數的32%，在舊高雄市境內也有村里的幼年人口約佔該村里總人口數的29%。此外，無論新高雄市，或舊高雄市縣空間內均有人口老化的特徵；各村里的老年人口（係指65歲或以上之人口）平均比例均達7%以上。特別在舊高雄市境內，有村里的老年人口竟佔全村里50%的總人口數，而在舊高雄縣境內也有村里有高達32%的老年人口。.

	表1. 新高雄市（含高雄縣與高雄市）境內之人口、社經，與產業結構特徵

	
	新高雄市 (N=857)
	舊高雄市 (N=429)
	舊高雄縣 (N=428)

	
	極小/極大
	平均數*
	極小/極大
	平均數*
	極小/極大
	平均數*

	依賴人口比
	0.03 / 1.47
	0.41 (0.10)
	0.03 / 1.47
	0.39 (0.11)
	0.07 / 0.81
	0.43 (0.09)

	幼年人口比例
	0.01 / 0.32
	0.19 (0.04)
	0.01 / 0.29
	0.18 (0.04)
	0.02 / 0.32
	0.20 (0.04)

	勞動適齡人口比例
	0.41 / 0.98
	0.71 (0.05)
	0.41 / 0.98
	0.72 (0.04)
	0.55 / 0.93
	0.70 (0.05)

	老年人口比例
	0.01 / 0.50
	0.10 (0.05)
	0.01 / 0.50
	0.09 (0.05)
	0.02 / 0.32
	0.10 (0.05)

	低教育人口比例
	0.06 / 0.81
	0.39 (0.13)
	0.06 / 0.67
	0.33 (0.10)
	0.06 / 0.81
	0.45 (0.13)

	高教育人口比例
	0.02 / 0.86
	0.23 (0.11)
	0.05 / 0.84
	0.28 (0.10)
	0.02 / 0.86
	0.18 (0.10)

	失業人口比例
	0.03 / 0.89
	0.39 (0.08)
	0.03 / 0.77
	0.41 (0.05)
	0.05 / 0.89
	0.36 (0.09)

	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
	0.00 / 0.59
	0.05 (0.09)
	0.00 / 0.11
	0.01 (0.01)
	0.00 / 0.59
	0.09 (0.11)

	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
	0.00 / 0.61
	0.17 (0.09)
	0.00 / 0.40
	0.15 (0.08)
	0.01 / 0.61
	0.21 (0.09)

	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
	0.07 / 0.96
	0.39 (0.12)
	0.11 / 0.96
	0.44 (0.10)
	0.07 / 0.95
	0.34 (0.12)

	*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二）社經結構特徵

村里的社經結構特徵則是由低教育人口比、高教育人口比，與失業人口比等三變數測量。研究者將學歷在國中或以下者視為低教育人口，低教育人口比例則是指低教育人口佔所有15歲以上人口之比例。相對地，高教育人口為15歲以上具有大專或以上之人口，高教育人口比則為各村里內15歲以上具有高教育學歷（大專學歷或以上）人口佔總村里人口之比例。前者比例越高，該村里人力素質越低；反之，後者比例越高，該村里人力素質越高。失業人口比則是指村里內15-64歲失業人口佔總村里15-64歲人口數的比例。由於教育程度與就業狀態直接影響個人收入與社經地位，因此上述三個是為測量村里社經結構特徵變數。
如表1所示，新高雄市內各村里間的社經結構特徵差異性高。例如，就低教育人口比而言，最小值約為0.06，但最大值卻是高達0.81；高教育人口比亦有類似狀況，最小值約為0.02，最大值約為0.86。資料顯示出，部分村里人口由高教育人口組成，另外也有部分村里人口卻是由低教育人口所構成。概括而言，舊高雄市人口的教育程度高於舊高雄縣人口；前者的村里平均低教育人口比例為33%，低於後者（45%），而後者的村里平均高教育人口比例為18%，低於前者（28%）。

各村里的失業人口比例則是自最低的3%到最高的89%，這也顯示，在某些村里，15-64歲人口充分就業，但部分村里卻是有高達89%的適齡勞工人口處於失業狀態中，且舊高雄縣境內失業人口的問題可能較舊高雄市境內的村里嚴重。
（三）產業結構特徵

村里產業結構特徵是指，村里內15-64歲適齡勞動人口所從業的產業狀態。第一級產業從業人口比例是指從事第一級產業人口所佔之比例，第二級產業人口比與第三級產業從業人口比則是分別指從事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人口所佔之比例。如表1所示，新高雄市內各村里的產業結構特徵有相當大的差異。就第一產業人口比例而言，最小值接近0%，但也有村里約有59%的適齡勞動人口從事農林漁牧的生產工作。此外，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間居民的就業產業別也有明顯的差異；特別是，舊高雄縣的村里平均有9%的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但舊高雄市村里平均僅有1%的農林漁牧從業人口。

高雄市空間的15-64歲居民主要從事第三級產業；各個村里平均有39%的勞動適齡人口從事第三級產業，這個比例高於其他產業人口比例（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為5%，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為17%）。縣與市空間有明顯差異；舊高雄市空間的村里平均有44%的15-64歲居民主要從事第三級產業，但舊高雄縣的村里僅有34%（見表1）。
二、空間分析方法

儘管前述資料顯示新高雄市境內各村里間的差異性相當大，但在空間上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等現象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該議題的澄清有助於地方政府的社會政策與區域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策略的研擬。因此，進一步，研究者將前述之村里層級人口特徵資料轉入空間分析軟體，進行空間統計分析，以分析或呈現新高雄市的人口分佈狀況與社會空間階層化（socio-spatial stratification）現象。詳細而言，研究者不僅利用空間分析軟體呈現各區的人口特徵與人口分佈，並有效地呈現新高雄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研究者利用Moran’s I與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二種空間統計方法分析村里層級的四類人口特徵資料已呈現各種面向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前者是一種全域型的空間統計指標，其測量新高雄市各種村里特徵的空間自相關；毗鄰村里的相似特徵有相關。
Moran’s I值介於-1與+1之間，大於0為正相關，小於0為負相關，且值越大表示空間分佈的相關性越大，相鄰村里擁有相似的資料屬性；換言之，空間上有聚集分佈的現象，屬性值高的村里有群聚現象，屬性值低的村里亦有群聚現象。反之，Moran’s I值越小代表示空間分佈相關性小，而當值趨於0時，即代表此時空間分佈呈現隨機分佈的情形。
如表2所示，新高雄市境內村里教育程度特徵有空間群聚的現象（低教育人口比例與高教育人口比例的Moran’s I值分別為0.29與0.31）。其次，產業人口特徵亦有空間群聚現象，第一級、二級，與三產業從業人口比例的Moran’s I值分別為0.23、0.31，與0.31。此外，若將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分別討論，舊高雄市空間的幼年人口比例、低教育人口比例、高教育人口比例，及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從業人口比例的空間群聚現象較其他人口特徵明顯。在舊高雄縣空間上，低教育人口、高教育人口，及各種產業人口的空間分布有群聚現象。總括而言，社經結構（低教育與高教育人口）與產業結構（第一、二，與三級產業從業人口）等特徵有正向的空間群聚現象。換言之，特徵人口比例高的村里有相鄰的傾向，且特徵人口比例低的村里則自成區塊。
	表2. 新高雄市人口、社經與產業結構特徵之全域性空間自相關

	
	新高雄市
	舊高雄市
	舊高雄縣

	
	Moran's I1
	Z2
	Moran's I
	Z
	Moran's I
	Z

	依賴人口比
	0.08 
	28.86 
	0.06 
	6.72 
	0.15 
	16.03 

	幼年人口比例
	0.10 
	35.64 
	0.30( 
	29.50 
	0.03 
	3.71 

	勞動適齡人口比例
	0.07 
	24.45 
	0.07 
	7.65 
	0.08 
	9.90 

	老年人口比例
	0.11 
	36.89 
	0.22( 
	22.34 
	0.26( 
	28.63 

	低教育人口比例
	0.29(
	97.86 
	0.37( 
	36.78 
	0.41( 
	43.92 

	高教育人口比例
	0.31(
	106.83 
	0.38( 
	37.79 
	0.32( 
	35.49 

	失業人口比例
	0.07 
	23.43 
	0.03 
	2.87 
	0.11 
	11.82 

	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
	0.23(
	78.77 
	0.12 
	12.08 
	0.39( 
	42.50 

	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
	0.31( 
	106.59 
	0.49( 
	48.36 
	0.29( 
	31.59 

	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
	0.31( 
	106.29 
	0.39( 
	38.53 
	0.30( 
	33.02 

	註1：數字符號代表Moran’s I 值的大小順序；數字越小，Moran’s I值越大。

註2：|Z| > 1.96即達顯著水準（p < 0.05）。


LISA是為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指標。Moran’s I值呈現全域的空間自相關特徵，但無助於確切標示群聚的空間位置；LISA是用以評估特徵相似的區域是否存在明顯的空間群聚現象，如果有，群聚的確切位置在何處（Anselin 1994）。在分析過程中，空間統計分析工具不僅提供各個村里在各種面向上的LISA值，同時檢驗該值是否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並將所有村里分為五類：未達顯著水準者與其他四種高/低組合者。高-高（high-high）者是為該村里與鄰近村里的特徵觀察值都高（可視為「熱區（hot spot）」）；反之，低-低（low-low）者是為該村里與鄰近村里的特徵觀察值都低（可視為「冷區（cold spot）」）。高-低（high-low）區與低-高（low-high）區均是特定村里的特徵觀察值與鄰近村里大異其趣。前者是為該村里的特徵觀察值高，但其鄰近村里特徵值低，後者則是該村里的特徵觀察值低，但其鄰近村里特徵值高。輔以GIS軟體，研究者展示各種特徵的空間群聚現象。
肆、分析結果
新高雄市的人口主要集中於舊高雄市東側及與其相連的舊高雄縣；人口密度較高的村里多集中於楠梓、左營、三民、新興、苓雅、前鎮，與鳳山等地區（見附錄圖1）。以下以2000年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就三個面向描繪新高雄市的社會空間群聚現象：人力特徵、社經結構特徵，與產業結構特徵。
一、人力特徵

人力特徵可反映人力資本，因此村里人口特徵則反映村里人力資本。在人口學上，依賴比是一個衡量人力結構的重要指標，特定空間的低依賴比顯示在該空間內有適齡的勞動人口多，有利於產業發展，依賴人口相對較少，勞動人口負擔較輕。儘管依賴人口分布的空間自相關指標不高（Moran’s I=0.08），但圖3(A)顯示，大高雄地區在人力特徵上確有空間群聚現象；高依賴比村里明顯集中於中段地帶（全分布於舊高雄縣境內），從西側的彌陀往東蔓延，包括部分的岡山、阿連、田寮、燕巢、內門、旗山、美濃、杉林、甲仙、六龜，與茂林地區。
另外，在舊高雄市境內的部分左營地區也有高依賴人口群聚現象。概括而言，舊縣市間的差異相當明顯；低依賴比村里主要群聚於南高雄地區；多數集中多數舊高雄市境內（楠梓與左營地區除外），另有零星的低依賴人口群聚於舊高雄縣的仁武、鳳山、鳥松，與大寮地區。
進一步，研究者將依賴人口區分成幼年人口（15歲以下之人口）與老年人口（年滿65歲者），分別觀察其分布狀態。圖3(B)所示，幼年人口群聚的空間主要集中於大高雄地區的下段（上、下二端，與右側地區）；這些地區多鄰近工業區（包括，永安、路竹、岡山、鳳山、小港、大樹、大寮，與林園），及阿蓮與燕巢（多為農業地區）。圖3(C)顯示，老年人口多群聚於大高雄地區的中段地帶，與高依賴人口集中地帶有相當的重疊性。老年人口多群聚於舊高雄縣（包括，燕巢、田寮、旗山、內門、杉林、六龜，與甲仙等地區），與舊高雄市境內的左營與鼓山地區。相對地，舊高雄市東側及其相鄰的舊高雄縣地區是老年人口比例較低的地區（包括，左營、三民、苓雅、前鎮、小港、仁武、鳥松、鳳山、大寮、林園等地區）；這些也是大高雄工或商業發達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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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幼年人口分布之空間群聚（Moran’s I=0.10）
	(C) 老年人口分布之空間群聚（Moran’s I=0.11）

	圖3(A)-(C).
新高雄市人口依賴比、幼年人口與老年人口之空間群聚狀況


二、社經結構特徵

由於2000年之人口與住宅普查未收集任何個人或家庭收入資料，或個人詳細職業類別，因此無法直接測量個人的社經結構特徵。但至少在台灣，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有相當的關係；教育程度越高者，薪水收入越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調查資料顯示，在2005-2009年間，各種教育程度者之薪水收入有明顯的差異，自國小教育程度或以下者（最低；2005年與2009年的平均收入分別為NT$25,951元與NT$23,644元）逐級上升，大學教育程度或以上者每月平均薪水收入最高（2005年與2009年的平均收入分別為NT$46,362元與NT$42,388元）。因此，研究者以村里的低教育程度與高教育程度人口所佔之比例做為量測村里社經結構特徵的工具。高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越高之地區，村里社經地位越高；反之，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越高之地區，村里社經地位越低。
村里人口的教育程度特徵有空間自相關現象；低教育程度人口之Moran’s I值為0.29，高教育程度人口之Moran’s I值為0.30。舊高雄縣與市間的差異明顯，且低教育程度人口集中地區與高依賴人口地區重疊性高；多集中於大高雄地區的中段地帶，並從臨海的茄萣、永安，與彌陀一帶往東延伸至山區地帶，如那瑪夏與桃源地區（見圖4(A)）。鄰近舊高雄市的周邊地區則也呈現低教育程度人口集中現象，但因與低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村里相鄰，故顏色呈現淡紅色（屬「高-低」地區）。此外，舊高雄市境內也有低教育人口集中地區，多分布於臨海地帶，由北至南包括部分的鼓山、前鎮，與大部分的旗津地區。
本研究的「低教育程度」與「高教育程度」的定義並非完全地相對立，因此高教育人口空間群聚的現象（見圖4(B)）雖非與低教育程度集聚現象完全相反，但也接近完全「相反」。高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高的村里多集中於舊高雄市境內中段地帶，並延伸至舊高雄縣境內的鳳山與鳥松地區。另外，部分地區則是因為都市計畫的原因也產生高教育程度人口集中的趨勢，例如，快速成長的楠梓與左營地區，與舊高雄縣境內的橋頭、大社、燕巢，與大樹地區。
雖然，村里的失業人口比例可以做為測量村里的社經特徵，村里的失業人口比例越高，該村里社經特徵則愈不佳，但在大高雄地區村里失業人口比例與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呈現負相關，與高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成正相關。因此，圖4(C)與圖4(B)相接近，或與圖4(A)相反，特別是針對舊高雄縣境內部分。但在舊高雄市境內圖4(C)與圖4(A)或4(B)則有不同的模式（不相近，也不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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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教育人口空間群聚（Moran’s I=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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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失業人口空間群聚（Moran’s I=0.07）

	圖4(A)-(C).
新高雄市低教育人口、高教育人口，與失業人口空間群聚狀況


三、產業結構特徵

此外，由於2000年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僅提供個人工作的產業類別，無明確職業類別資料。雖然個人就業的產業類別資料不足以做為社經地位的測量變數，但由於從業產業的差別可反映教育程度的差異，該項資料仍足以做為測量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工具。舊高雄縣是台灣重要的農業地帶，圖5(A)清楚標示，第一級產業人口多群聚於大高雄地區的中段地帶，其集中現象與低教育程度人口群聚的空間相近；自阿蓮以東，所有地區均有高比例的就業人口以從事農林漁牧相關生產為其主要工作的現象。仁武、大社、大樹，與大寮等地區則是有部分村里有高比例的第一級產業人口群聚。在舊高雄市境內，第一級產業從業人口群聚於旗津地區。

第二級產業人口群聚的空間北起緊鄰台南地區的茄萣、湖內、路竹，與阿蓮地區，沿著舊高雄市外圍，往南延伸至大寮與林園地區，其中還包含舊高雄市境內的楠梓、前鎮，與小港地區（見圖5(B)）。大高雄地區第二級產業人口的分布基本上與境內工業區的分布有密切的關聯性。此外，第二級產業人口稀少地區呈現二種特性；這些地區或為第一級產業人口集中之地區（其中以舊高雄縣的東半部為主），或為第三級產業人口密度較高之地區（其中多集中於舊高雄市境內）。
明顯地，第三級產業人口密度高之地區多集中於舊高雄市區內的傳統核心區（如，三民、苓雅、新興、前金，與鹽埕等地區），以及環繞核心區的左營、鼓山，與前鎮地區。舊高雄市境內的第三級產業人口分布事實上反映舊高雄市的發展脈絡，特別是舊高雄市的都市擴展現象；核心區的不斷擴展，與舊高雄縣的鳥松與鳳山地區形成一個特徵相近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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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級產業人口分布之空間群聚（Moran’s I=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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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級產業人口分布之空間群聚（Moran’s I=0.31）

	圖5(A)-(C).
新高雄市第一、二，與三級產業人口空間群聚狀況


綜合言之，大高雄地區可分為三個人口特徵區塊：舊高雄市傳統核心區、舊高雄縣東側，與大高雄地區西側（舊高雄市傳統核心區除外）由於歷史脈絡使然，舊高雄市的傳統核心區的人口特徵與其他地區大異其趣。中央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卻又使得舊高雄縣西側緊鄰高速公路地區與舊高雄市南北兩端形成南台灣最重要的工業軸帶，故而這個地區有第二級產業人口、低教育程度人口，與幼年人口群聚現象。同時，舊高雄市傳統核心區的都市擴張，與舊高雄縣境內的鳳山與鳥松地區連成一個特徵相近的區塊，例如，低依賴比、低教育人口與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較低，與高教育人口與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較高的區域。從阿蓮地區向東延伸至中央山脈地區則是大高雄地區發展相對較弱勢的地帶，這個區域不僅是依賴人口比例高，且老年人口與農林漁牧業人口比例高，及各村里的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也較高。因此，這個地區是社會空間弱勢地區，人力素質不利於地區發展。
雖然部分的舊高雄縣以發展農林漁牧產業為主，但其他地區則多以發展工業為主，特別是鄰近高速公路的沿線地區。同時，舊高雄市的特徵則又不同於舊高雄縣特徵。因此，儘管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村里間在某些特徵上有顯著的正或負相關性，但相關性的強度與方向則有不同的反應。
首先，村里依賴比不僅反映村里人口結構的特徵，亦影響到該村里人力資本的潛能。就合併後的大高雄空間而言，村里的依賴比與老年人口、低教育程度人口，與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但與高教育程度人口與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負相關（見表3）。若將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分別討論，類似的相關性程度與方向也可在舊高雄縣的村里間觀察到，但在舊高雄市境內，村里的依賴比僅與老年人口及失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與其他特徵無明顯的關係。因此，在舊高雄縣空間上，高依賴比地區是社會空間的弱勢地帶，明顯人力資本薄弱，與缺乏充分的人力素質以進行地區發展，同時對於多項社會福利的依賴性相對也較高。而在舊高雄市空間上，伴隨著失業人口比例較高，高依賴比村里更要加強老年人口照護及相關社會福利措施。
其次，在大高雄空間或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的村里，幼年人口與15-64歲人口、老年人口、高教育程度人口，與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負相關，且與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見表3）。在大高雄地區，幼年人口地區有缺乏人力資本的風險，因此，學齡前教育與學童的課後照護的需求較高。此外，在舊高雄縣空間，村里老年人口比例與低教育人口及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與高教育人口比例有顯著的負相關。這種相關性更加深對於老年人口比例高的村里缺乏人力資本或人力素質不足的顧慮。
村里高、低教育程度人口之比例與各種產業類型之就業人口比例之顯著關係不僅反映各種產業類型對於特定人力資本的需求，也顯示村里人力資本的高低。在合併前與合併後的高雄空間上，第一與第二級產業人口密集的地區是人力資本較低的地區，而第三級產業人口群聚的村里則是人力資本較高的區域。村里的第一與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與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而村里的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則與高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正相關。據此，不同產業之工作就業機會的空間群聚必然反映不同人力資本的空間分布。
	表3. 新高雄市（含舊高雄市與舊高雄縣）人口、社經，與產業特徵之相關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高雄市
	
	
	
	
	
	
	
	
	
	

	(1)
依賴人口比
	
	
	
	
	
	
	
	
	
	

	(2)
幼年人口比例
	0.16***
	
	
	
	
	
	
	
	
	

	(3)
勞動適齡人口比例
	-0.97***
	-0.26***
	
	
	
	
	
	
	
	

	(4)
老年人口比例
	0.76***
	-0.49***
	-0.71***
	
	
	
	
	
	
	

	(5)
低教育人口比例
	0.28***
	0.10**
	-0.33***
	0.23***
	
	
	
	
	
	

	(6)
高教育人口比例
	-0.33***
	-0.25***
	0.40***
	-0.18***
	-0.90***
	
	
	
	
	

	(7)
失業人口比例
	-0.04;
	-0.05;
	0.06;
	-0.02;
	-0.22***
	0.24***
	
	
	
	

	(8)
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
	0.35***
	0.04;
	-0.38***
	0.32***
	0.66***
	-0.55***
	-0.53***
	
	
	

	(9)
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
	0.06;
	0.36***
	-0.10**
	-0.17***
	0.42***
	-0.49***
	-0.05;
	0.06;
	
	

	(10)
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
	-0.25***
	-0.28***
	0.29***
	-0.06;
	-0.64***
	0.59***
	-0.21***
	-0.45***
	-0.76***
	

	(1)
依賴人口比
	高雄市
	0.00;
	-0.96***
	0.79***
	0.01;
	-0.07;
	0.13**
	0.01;
	0.00;
	-0.07;

	(2)
幼年人口比例
	0.28***
	
	-0.12*
	-0.57***
	0.01;
	-0.13**
	-0.10*
	0.13**
	0.39***
	-0.27***

	(3)
勞動適齡人口比例
	-0.99***
	-0.35***
	
	-0.75***
	-0.04;
	0.11*
	-0.12**
	-0.03;
	-0.04;
	0.09*

	(4)
老年人口比例
	0.72***
	-0.46***
	-0.67***
	
	0.03;
	-0.01;
	0.17***
	-0.07;
	-0.23***
	0.11*

	(5)
低教育人口比例
	0.41***
	0.05;
	-0.44***
	0.38***
	
	-0.92***
	0.19***
	0.45***
	0.49***
	-0.54***

	(6)
高教育人口比例
	-0.51***
	-0.26***
	0.56***
	-0.32***
	-0.86***
	
	-0.07;
	-0.35***
	-0.51***
	0.48***

	(7)
失業人口比例
	-0.05;
	0.06;
	0.06;
	-0.10*
	-0.24***
	0.24***
	
	0.03;
	0.04;
	-0.55***

	(8)
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
	0.42***
	-0.05;
	-0.41***
	0.42***
	0.68***
	-0.57***
	-0.54***
	
	0.33***
	-0.41***

	(9)
第二級產業人口比例
	-0.01;
	0.28***
	-0.03;
	-0.20***
	0.20***
	-0.29***
	0.07;
	-0.19***
	
	-0.85***

	(10)
第三級產業人口比例
	-0.32***
	-0.21***
	0.34***
	-0.16***
	-0.58***
	0.54***
	-0.29***
	-0.38***
	-0.62***
	高雄縣

	註1：此表上半部為新高雄市資料。下半部有二區塊；右上區塊為舊高雄市資料，左下區塊為舊高雄縣資料。

註2：***p<0.001; **p<0.01; *p<0.05。


伍、問題與討論

如前述資料分析呈現儘管部分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相鄰地區有類似的發展模式與特徵，但大部分區域（特別是舊高雄縣東側）仍是特性迥異。表面上新高雄市的行政面積擴大，預算增加，治下選民人數增加，行政首長權力擴大，但由於兩個截然不同的行政區域的合併是福？抑或是禍？這恐怕是一時難以回答的疑問。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便是複雜的地方治理議題；合併升格擴大空間面積造成空間特徵的複雜性提高，地方政府首長所面對的問題恐怕不是增加地方政府預算便可以解決。
在人力特徵方面，雖然依賴比並不是一個精確的指標，幼年人口或老年人口過多都可能造成高依賴比，但年輕人口（正值15-64歲人口）確定是會有經濟負擔過重的疑慮。但無論任何一種依賴人口過多都可能是一個地方政府必須關注的重要人口現象，因為伴隨而來的可能是一連串的社會議題。首當其衝的是老年人口的相關問題，及其他延伸的社會問題。在大高雄地區的中段地帶（見圖3(C)），人口老化是重要的社會議題，老年人口的比例過高，增加這個地區對於老人長期照護的需求。由於這是個人力資本相對較薄弱的地區（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高），老年人口比例過高使得與老人相關的問題嚴重性相對越高，例如，在缺乏年輕人口照護的情況下（特別是獨居老人），且醫療照護資源與系統可能不完備，老年人口的醫療問題越發嚴重。
其次是隔代教養問題。在大高雄地區的中段地帶，雖然沒有幼年人口群聚現象，但由於老年人口比例過高與勞動適齡人口比例過低，隔代教養的現象恐難避免。

陳麗欣等人（2000）之研究指出，在台灣，都市化程度越低的地區，隔代教養的比例越高。都市化程度越低的地區，資源越少，越無法提供隔代教養家庭足夠的社會支持或支援。許多研究針對隔代教養提出負面觀點； Solomon & Marx （1995）與Pruchno & Johnson（1996）指出，隔代教養家庭子女學業表現較差，而黃政吉（2000）則指出，隔代教養之孫子女課業無法受到祖父母輩的輔導與督促，可造成孫子女缺乏學業成就感並失去求學的動力。同時，由於祖父母身體體力無法負荷、無法提供多元文化刺激、缺乏適當的管教策略，與容易有溝通障礙……等等因素，隔代教養家庭子女容易出現人格、行為，與適應等問題（見陳麗欣等人，2000；王鐘和、郭俊豪，1998；吳佳蓉、張德勝，2003；Shore ＆ Hayslip 1994；Burnette 1997；Smith et al. 1998）。不僅如此，Shore ＆ Hayslip （1994）與Burnette （1997）更指出，隔代教養子女常會出現情緒困擾的問題。
圖3(B)顯示，大高雄西側南北兩端的工業地區有幼年人口（年齡未滿15歲者）比例過高的現象。由於這個地區同時有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過高及高教育人口過低的現象，二者可能顯示這個地區缺乏人力資本，造成這個地區恐有幼年人口的教育問題。因此，這個地區有學齡前兒童教育與學齡兒童的課業輔導需求，特別是父母投入長工時與低薪資的第二級產業生產。
從產業活動與社經特徵面向而言，鄰近山區鄉鎮多從事第一級產業生產活動，收入較低，同時也是低教育人口集中的地區之一。農業生產活動是否可以有效升級，提高農業生產活動的收益是一個亟需思考的議題。 農業生產活動若無法產業升級及提高收益，農業生產活動將容易面臨萎縮，同時年輕人力也將拒絕產與農業生產，刺激年輕人口不斷外移，並加速這些地區依賴人口比例的提高，因此，這些地區更容易引發人口老化或/與隔代教養的相關社會問題伴隨而至。
此外，舊高雄縣境內多有工業區林立，但這個區域（特別是，南北兩端的鄉鎮）並未有高教育人口集中，因此，當產業升級，恐現結構性失業現象，並有失業人口集中的風險。另一方面，這區域人口的教育程度，恐有不足，無法提供產業升級的動能。產業無法應付全球競爭，在產業再結構，進行全球布局之際，產業外移是不可避免的窘境，同時繼之而至的則是失業問題。
因此，依賴人口比例、低教育程度人口，與第一級產業人口比例高之地區事實上存在著不良社區脈絡特徵的風險。Massey（2001）與Wilson（1987）便曾經指出，社區脈絡特徵對居民的影響甚鉅；不良社區脈絡特徵地區對社區居民未來的發展存有諸多不良影響。這些地區的不良社區脈絡特徵主要與社區的人力資本有關；依賴人口比例與低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高，代表社區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越為薄弱。當家庭內社會資本不足，居民又無法從社區內取得社會資本，特別針對兒童與青少年，造成行為偏差、缺乏學業動機，與學業中輟等風險隨之提高。終極而言，職場上競爭的挫敗也就在所難免，同時也弱化這些地區人口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潛能。
因應問題的可能策略

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與長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作為有密切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作為常造成空間不均衡發展，因此，透過都市計畫手段或是國土規劃或許可以提升國家經濟發展，但卻無助於解決空間不均衡發展的困境（孫義崇 1988；李永展等人 2005）。因此，我們無法期望透過空間規劃手段以解決空間不均衡發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如何面對這些因空間不均衡發展而衍生的社會問題是新高雄市地方首長刻不容緩的課題。這些社會問題有其「結構性」根源，要在「短期間內」或是「永遠」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如何紓緩或減輕這些社會問題對弱勢族群的壓力與衝擊是比較可行的發展策略構想的方向。
筆者籠統地主張以社區為主要單元，強化社區社會資本以因應結構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在新高雄市空間上，多數的弱勢地區集中於舊高雄縣境內，特別是從阿蓮地區往東延伸的地區。這些地區原本人口數量與密度上便遠低於其他地區，同時因其人口特徵（高依賴人口與低教育程度與第一產業人口比例高…等）使得這些地區社會資本較為薄弱，社區內缺乏面對社會問題的集體能力。
然而，縣市合併更弱化社區面對社會問題的能力。在合併前，若地方行政首長（鄉、鎮長）有意面對社會問題，仍可挾其民意基礎向上級政府爭取經費與資源，扮演積極的角色。但依照現行地方自治制度，所有縣市轄下的鄉鎮市區單位在合併後全改為「區」，地方行政長官改為市長指派，缺乏民意基礎。在角色上，這些地方長官從可以對抗上級的民意代表，轉變成凡是聽命於上級的公務人員。因此，在經費的爭取上，區長的角色定位已明顯被弱化，並且「區」政府也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多半僅能扮演市政府的「區辦公室」角色。
由於區政府角色的弱化與財政缺乏自主性，因此如何強化社區的角色便無法期望區級政府扮演積極角色（其中包括制度的建立與經費的籌措與編列），而是需要依賴市級地方政府的積極介入。透過市級政府建立制度與規劃財源，由區政府扮演地方的管理者角色，積極蒐集與整合社區資源（包括，社區組織與人物…等等）以強化社區的角色與社會資本。特別是針對人力資本薄弱的地區，市政府更應加強實際作為，主動提供更多資源，使社區資源能發揮功效，雖無法在短期間內解決社會問題，但卻可減緩社會問題的惡化。例如，在特定社會資本薄弱地區，透過社區資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區政府可以針對隔代教養學童建立工作團隊，設定服務目標，並實際提供服務。諸如此類以社區為主的服務計畫可以針對不同弱勢團體提出。
陸、結論

高雄市曾經是日本帝國前進東南亞的橋頭堡，1950年代後則因高雄港之故，與全球連結，成為全球航運體系的網絡節點。在過去半世紀中，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工業發展一直是高雄市的主要產業發展策略，使得高雄市吸納南台灣（甚至包括澎湖）的島內遷徙人口，成為南台灣最大城市，並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但在空間上，舊高雄縣明顯形成東側的農業地帶與大高雄地區西側的工業地帶。同時，西側工業地帶還包含舊高雄市的傳統核心區。
儘管部分舊高雄縣與舊高雄市相鄰地區有類似的發展模式與特徵，但大部分區域仍是特性迥異。事實上，高雄縣市合併升格不僅無法立即提升其競爭力，還可能擴大合併前的問題。表面上新高雄市的行政面積擴大，預算增加，治下選民人數增加，行政首長權力擴大，但由於兩個截然不同的行政區域的合併是福？抑或是禍？這恐怕是一時難以回答的疑問。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便是複雜的地方治理議題；合併升格擴大空間面積造成空間特徵的複雜性提高，凸顯新「高雄市」的社會空間階層化現象，並且增加地方政府治理的難度。
不可否認地，社會空間階層化的問題受到政府部門的制約。一方面，中央政府扮演國家經濟發展者的角色，進行國土規劃，使得各縣市有其產業發展特色。另一方面，合併前的縣市政府各自為追求或維持城市的地位，或創造區域發展的機會，透過都市計畫的手段，吸引與整合私部門資源，促使空間的發展。但是包含都市計畫的規劃與實施的都市治理往往未能解決既有的發展問題，卻惡化區域空間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致使人口結構的空間不均等分佈與社會空間階層化（socio-spatial stratification）的問題更加嚴峻。
社會空間階層化的現象可能因地區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薄弱而衍生社會問題，例如可能凸顯部分地區人口老化所引發的醫療資源不足與隔代教養議題，以及人力資本不足無法面對全球競爭而引發失業問題，並惡化社會空間階層化的現象，甚至加速特定地區的邊緣化。針對這些因社會空間階層化的社會問題，研究者主張以社區為主要單元，強化社區社會資本以因應，特別是針對人力資本薄弱的地區，市政府更應加強實際作為，主動提供更多資源，使社區資源能發揮功效，雖無法在短期間內解決社會問題，但卻可減緩社會問題的惡化。實際的作為可以使，在特定社會資本薄弱地區，透過社區資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區政府可以針對特定社會問題建立工作團隊，設定服務目標，並實際提供服務。研究強烈期盼新市政府能多加思考如何處理社會空間階層化所帶來的社會議題。
參考文獻

王振寰（2002），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途徑」：漢城與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7: 85-139。

王鍾和、郭俊豪，（1998）。祖孫家庭與親職教育。學生輔導通訊，59，50-61。
吳佳蓉、張德勝，（2003）。隔代教養學生與非隔代教養學生學校生活適應之比較。花蓮師院學報，16，109-133。
李永展、藍逸之、莊翰華（2005），全球經濟變遷、發展型國家與台灣城鄉規劃之重探--都市企業主義適用性的地理探查及其治理危機，地理學報，40: 69-97。

李俊豪，（2005）。戰後台灣農村勞動遷徙現象：以小龍村為例。人口學刊，31，69-103。

周志龍（1997），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的台灣都市及區域發展之結構變遷，興大法商學報，33: 1-45。

孫義崇（1988），台灣的區域空間政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3): 33-96。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6），水岸花香‧永續城市：高雄市都市發展年報2005。高雄市：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9），市民參與/幸福高雄--高雄市都市發展暨資訊化成果簡介。高雄市：高雄市政府。

張景森（1998），台灣戰後都市研究的主流範型--一個初步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3): 9-31。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我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成人教育通訊，4，51-66。

黃政吉，（2000），社會變遷中隔代教養與少年非行之關係實務調查研究。警學叢刊，131(3)，97-109。

經建會（1993），台灣地區工業區開發與工業分布變遷之研究。台北市：經建會都住處。

簡博秀（2008），趨同與趨異--世界城市的範型與世界城市的假說，地理學報，54: 27-49。

Amsden, A.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78-10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selin, L. (1994).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 LISA. Research Paper 9331, Reg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Burnette, D. (1997).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inner city. Family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78(5), 498-499.
Chen, Hsiao-Hung Nancy. (2001). “Harbor City under Globalization: Kaohsiung and Shanghai in Comparison.” Pp. 101-116 in Proceedings of Urbanizing World and UN Human Habitat II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June 4-6, 2001).

Douglass, Mike. (2000). “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Urban Studies 37(12); 2315-2335.

Fainstein, Susan. (2001). “Inequality in Global City-Regions.” Pp. 285-298 in Allen J. Scott (ed.), Global City-Regions--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elding, Anthony. (2004). “Class and Space: Social Segregation in Japanese C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9(1): 64-84.

Friedmann, John.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2): 69-83.

Friedmann, John. (1995).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Pp. 21-47 in P. L. Knox and P. J. Taylor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Friedmann, John. (2001). “The Governance of City-Reg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DISP 145: 4-9.

Fujita, Kuniko. (2003). “Neo-Industrial Tokyo: Urba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in Japan’s State-Centred Developmental Capitalism.” Urban Studies 40(2): 249-281.

Gottdiener, Mark, and Ray Hutchson. (2000).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cGraw Hill.

Gottdiener, Mark, and Ray Hutchson. (2006).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3r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Gottdiener, Mark. (1986). The Decline of Urban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Local State.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Hill, Richard Child, and June-Woo Kim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12): 2167-2195.

Ho, S.P.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aohsiung Harbor Bureau. (2000). Port of Kaohsiung. 

Lin, K.-P. (1985).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in Taiwan: 1951-1980. Economic Monograph Series No. 6.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Logan, J. and H.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 M.-J. (1981).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81. Taipei, Taiwan.
Massy, D. (2001).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In N.J. Smelser, W.J. Wilson, & F. Mitchell (eds.), America Becoming: Racial Trend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Volume I (pp. 391-434). National Academy Press.

McCann, Eugene J. (2004).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the ‘Global City.’” Urban Studies 41(12): 2315-2333.

Ng, Mee Kam. (1999). “Political Economy and Urban Plan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Progress in Planning 51(1): 1-90.

Pruchno, R.A. & Johnson, K.W.(1996).Research on grandparenting: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and future needs. Generations, 20(1), 65-71.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askia. (1994). City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Shore, R. J., & Hayslip, B. (1994). Custodial grandparenting: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Adele Eskeles Gottfried, and Allen W. Gottfried (eds.), Redefining Families: Implication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pp. 171-218). New York: Plenum Press.
Smith, A. B., Dennison, L. L., & Vach-Hasse, T. (1998). When “grandma” is “Mom”: what today’s teachers need to know. Childhood Education, 75, 12-16.

Solomon, J., & Marx, J. (1995).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Health and schoo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raised solely by grandparents. The Gerontologist, 35, 386-394.
Tai, P.-F. (2006). “Social Polarisation: Comparing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pei.” Urban Studies 43(10): 1737-1756.

Tsai, H.-C. (1981).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Its Structure and Impact on the Rural Economy, Industry of Free China,56(6): 17-32。
Wang, Chia-Huang. (2003). “Taipei as a Global C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Urban Studies 40(2): 309-334.

Wang, Chia-Huang. (2007). “Is Taipei an Innovative City? An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4(4): 381-398.”
Wang, Jenn-Hwan. (2004). “World City Formation, Geo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al Process: Taipei’s Ambiguou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2): 384-400.

Wilson, W.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附錄

	[image: image18.emf]848

851

844

849

847

843

846

845

842

823

831

824

840

821

820

812

814

822

832

830

815

833

828

825

829

813

811

804

806

807

852

827

826

802

805

800

801

803



	圖1. 新高雄市人口密度


	表1. 大高雄地區鄉/鎮/區與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區
	郵遞區號

	高雄市
	新興區
	800
	高雄縣
	仁武鄉
	814

	高雄市
	前金區
	801
	高雄縣
	大社鄉
	815

	高雄市
	苓雅區
	802
	高雄縣
	岡山鎮
	820

	高雄市
	鹽埕區
	803
	高雄縣
	路竹鄉
	821

	高雄市
	鼓山區
	804
	高雄縣
	阿蓮鄉
	822

	高雄市
	旗津區
	805
	高雄縣
	田寮鄉
	823

	高雄市
	前鎮區
	806
	高雄縣
	燕巢鄉
	824

	高雄市
	三民區
	807
	高雄縣
	橋頭鄉
	825

	高雄市
	楠梓區
	811
	高雄縣
	梓官鄉
	826

	高雄市
	小港區
	812
	高雄縣
	彌陀鄉
	827

	高雄市
	左營區
	813
	高雄縣
	永安鄉
	828

	
	
	
	高雄縣
	湖內鄉
	829

	
	
	
	高雄縣
	鳳山市
	830

	
	
	
	高雄縣
	大寮鄉
	831

	
	
	
	高雄縣
	林園鄉
	832

	
	
	
	高雄縣
	鳥松鄉
	833

	
	
	
	高雄縣
	大樹鄉
	840

	
	
	
	高雄縣
	旗山鎮
	842

	
	
	
	高雄縣
	美濃鎮
	843

	
	
	
	高雄縣
	六龜鄉
	844

	
	
	
	高雄縣
	內門鄉
	845

	
	
	
	高雄縣
	杉林鄉
	846

	
	
	
	高雄縣
	甲仙鄉
	847

	
	
	
	高雄縣
	桃源鄉
	848

	
	
	
	高雄縣
	三民鄉
	849

	
	
	
	高雄縣
	茂林鄉
	851

	
	
	
	高雄縣
	茄萣鄉
	852


Abstract

Kaohsiung was the East-Asian bridgehead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it was converted into an industrial city due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great Kaohsiung area inclu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arts of Kaohsiung city has become the southern capital of Taiwanese industry. However,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great Kaohsiung area is different from its eastern section, in ter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y of Kaohsiung to form a direct-controlled municipality in year 2010 may have enlarged the issues of socio-spatial hierarchy. 

Relying on GIS analytic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census data and other governmental statistics and documents, the researcher is able to depict the patterns of socio-spatial hierarchy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e new Kaohsiung municipality.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 presen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diverse residents’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the outcomes facilitated by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local governance. To mitigate the potential social issues caused by the socio-spatial hierarchy,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new municipality government has to empower local communities to regenerate social capital at the local level and therefore to enable local communities to intervene in dealing with social problems.

Keywords: socio-spatial hierarchy, social issues, Kaohsiung





















†	本文發展自〈都市治理與社會空間階層化--高雄市都市空間發展之討論〉，發表於《第三屆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灣，台中,東海大學 (2009年07月04日)。


�	資訊來源為「http://tw.money.yahoo.com/news_article/adbf/d_a_100421_3_1zk5b」，檢索日期為，2010年4月22日。


�	資訊來源為「http://invest.kscg.gov.tw/ct.asp」，檢索日期為，2010年4月10日。


� 「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係用以衡量在某個特定區域範圍內，在特定的特徵值上，小空間單元與其周邊單元間的相關性。


�	圖中數字為各個鄉/鎮/區的郵遞區號，詳細資料列於附錄表1。


�	研究者在後續分析中，會針對這個議題繼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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